薛宝钗是否具有嫁祸意图的证伪分析
曾祥龙
【提 要】 滴翠亭“嫁祸案”极大的影响着对薛宝钗形象的探讨，且此议题争议已久。已往的论证大多缺乏证伪思想，虽能自圆其说但未能充分指出对立观点的漏洞。本文基于证伪思想，分两步论证薛宝钗并无嫁祸意图: 首先从正面阐释薛宝钗无嫁祸意图，即薛宝钗的动机是利用表演控制互动，以便及时脱身而避免小红当场的过激反应，而无须让小红相信谎言嫁祸他人; 然后证伪对立观点，即指出有嫁祸的理解与原文中薛宝钗的心理活动有矛盾，且与无嫁祸的理解相比有其它不足。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嫁祸案”，并探讨了证伪思想在文本分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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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嫁祸案”的争议与证伪思想的缺失
自《红楼梦》问世至今，不同的读者对人物、情节总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并引发诸多争议。其中一个最为热点的争议，便是薛宝钗的“嫁祸”案: 第二十七回，薛宝钗在滴翠亭听到小红( 林红玉) 的私情后，选择了用“金蝉脱壳”的方式脱身。批评者指责薛宝钗为了自保嫁祸林黛玉，甚至是借机故意伤害黛玉; 而辩护者则不认同薛宝钗有嫁祸的动机或形成嫁祸的结果。进而，读者对薛宝钗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批评薛宝钗的人将此看作薛宝钗的道德污点，或进一步作为其虚伪的证据; 也有人认为薛宝钗属于情急之下的反应而可以原谅; 甚至认为此情节正面反应了薛宝钗处理问题的机变。总之，读者对滴翠亭所发生的情节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嫁祸案”明显关乎道德，对薛宝钗的人物形象有重大影响，加之长久以来的巨大分歧，使得此案成了探讨薛宝钗时不可回避的议题。从“可叹停机德”“蘅芜君”“山中高士”“时宝钗”等评价和称呼不难看出，德性其实是薛宝钗最为重要的形象侧面。近期有论者指出，薛宝钗的德性应该重点表现在辅国治民、让利下人等高远境界，而“嫁祸案”等涉及基本道德的争议已然拖累了对薛宝钗之德性乃至整体形象的全面探讨。
已有不少论文对“嫁祸”事件的文本进行了分析与论证。比如有文章强调薛宝钗的行为是“应激”反应或匆忙决定，根本想不到陷害林黛玉。但这样的解释是假设薛宝钗来不及考虑更多，但也无法排除薛宝钗已经考虑周全的对立假设; 而且目的并非陷害，并不否认手段上的嫁祸于人。再比如有文章直接主张，薛宝钗的嫁祸与其一贯的行为方式不符。然而，且不论一般的行为方式能否用来论证滴翠亭的特殊情况，这一论证只能在认定薛宝钗“一贯的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框架下自圆其说，而对薛宝钗的系统的负面解读早已有之。认定薛宝钗嫁祸的论文，也会有类似循环论证的问题。比如认为薛宝钗因为在情感上与林黛玉竞争，因而对林黛玉有敌意; 而论述薛宝钗使用各种心机手段要成为“宝二奶奶”的文章，也会用嫁祸林黛玉作为证据瑏瑠。可见，已往虽有不同角度的论证，但论证的逻辑很难说服持对立观点的论者。
归根结底，以上这些关于滴翠亭“嫁祸”案的论证，均缺乏证伪思想。所谓的“证伪主义”( falsificationism) 是科学哲学的一种思想，它将人类认识世界的各种理论视为各种假说，强调某些事实支持理论并不能证明理论正确，但某个反例却可以推翻或拒绝( 即“证伪”) 某一理论。进一步的，经常存在两个或更多理论均可解释已经观察到的现象，此时研究者应当寻找新证据，拒绝其中一些理论，从而保留另一些尚未被拒绝的理论，作为继续指导研究或实践的假说。质言之，证伪主义要求研究者不应停留于某一个或某一套观点的言之成理或自圆其说，而应当争取进一步证明对立的观点不成立，从而确立这一观点的相对正确。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已往关于“嫁祸”问题的论证，经常只是提供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却在下结论时把这一可能的解释当成了必然的结论。比如基于薛宝钗来不及考虑这种可能，得到薛宝钗并无嫁祸之意的结论。这样的辩护明显缺乏证伪思想，其结论自然也无法说服认定薛宝钗已经周全考虑因而实施嫁祸的论者。
值得一提的是，证伪主义是人们通过科学研究来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论，但是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类自然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普遍的“证实倾向”，即人们会试图寻找支持性的证据来验证某个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按上述的证伪逻辑去验证理论。已往关于“嫁祸”一案的论文，也反映出了这种倾向。如上文引述，有文章强调薛宝钗对林黛玉有敌意，进而论述薛宝钗借机嫁祸林黛玉。即便薛宝钗对林黛玉有敌意是事实，强调这点也只是为嫁祸存在的合理性提供进一步支撑，但对于确定嫁祸或排除无嫁祸的可能并无帮助。毕竟，有敌意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嫁祸，而没有敌意也可以为了自保而嫁祸。可知，这种论述是“证实倾向”的典型体现，它也许能让人们感觉嫁祸是非常合理的，因而愿意相信嫁祸是真的; 但实际上对于严格论证嫁祸是否存在并无帮助。
考虑已往论证的局限，本文将试着遵循证伪思想，对滴翠亭“嫁祸”问题做出系统的论证。从上文的介绍不难理解，证伪主义对论证提出了两层要求: 第一层是要求该理论自身是合理的、或尚未被证伪的; 第二层是进一步要求论者能够指出为何对立的理论是错误的，或至少与论者所持观点比较是次优的。因此，本文将分两步，阐述一种新的认为薛宝钗不存在嫁祸意图的观点。第一步将详细地阐述如何理解滴翠亭所发生的事实，以展示此观点自身能合理、充分地解释文本。第二步将指出对立的观点如何与文本存在矛盾，或者与本文所持观点相比较有何明显的不足，即证伪对立观点。这样的论证，一方面为《红楼梦》中的这一争论提供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也是探讨来自科学哲学的证伪思想，运用于文学领域时的贡献和可能局限。
二 从无嫁祸的角度阐释文本
除去之前薛宝钗寻访林黛玉、隔窗听小红说话等上文相关情节，纯粹与“嫁祸”有关的文字，是从薛宝钗的心理活动开始的:
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儿，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他素习眼空心大，最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
此段文字描述了薛宝钗眼中的“祸”，而如何理解“祸”便是有无“嫁祸”的关键分歧所
在。认定薛宝钗有嫁祸的观点，往往认定薛宝钗担心的是小红认为她听到了隐私之后的“远祸”，即未来的负面后果。然而本文认为，“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只是事情的前因，而薛宝钗真正担心的“祸”，是“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这一句。关键是，这一句话强调的是小红当场一时激动的反应，而不必包括任何事后的可能麻烦。文本中并没有具体描写薛宝钗担心的“人急造反，狗急跳墙”是什么行为，以及如何“生事”“没趣”。文本中没有写的内容，有不同的可能性，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建构。比如有可能与第七十一回鸳鸯撞见司棋偷情类似，小红下跪求饶而薛宝钗感到尴尬。薛宝钗具体设想的情景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需要尊重薛宝钗的心理现实: 薛宝钗认定当下会“生事”“没趣”，而没有担心事后的事情，读者不应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替代薛宝钗，认为薛宝钗必须担心事后的事情，或者觉得薛宝钗直接与小红对峙也没所谓。薛宝钗认为小红“有心机”“眼空心大”“刁钻古怪”等，可能恰恰是她判定小红“人急造反狗急跳墙”的原因，而不能推论出薛宝钗认为小红对自己有严重威胁等等。当然，此一步的论证只是强调没必要认为薛宝钗担心事后，如何排除她担心事后麻烦的可能性会在后文探讨。
接着，薛宝钗判断“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这一处点明薛宝钗认为直接走开不能处理“祸”，因而要采取“金蝉脱壳”这一更好的手段。注意“金蝉脱壳”一词的含义指制造假象迷惑对方，实现安全脱离的目的。这个成语和牺牲第三方而让自己脱身的“以邻为壑”或“李代桃僵”含义不同，或至少不必然有后者的意思。
而“金蝉脱壳”的具体行动，则通过接下来的行为与语言直接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本文认为，薛宝钗要解决的是当下的“祸”，因而薛宝钗的目的，是制造一个追逐黛玉并向小红要人的假象，以此充分控制互动，以及时离开滴翠亭，具体分析如下:
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 “颦儿! 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子里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见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 “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 ”坠儿道: “何曾见林姑娘了? ”
此一段中，薛宝钗先声夺人，表现出自己正在追寻林黛玉，并主动向小红二人要人。而且在气势上，她那一叫甚至达到了将两人“唬怔”的效果。这样，小红和坠儿就不得不先进入薛宝钗所设定的情境加以应付。薛宝钗便继续主导着话语权，直到自己离开:
宝钗道: “我才在河边看着他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必是藏在这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里说道: “一定又是在那山子洞里去。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
若从有嫁祸的观点看来，薛宝钗此处的一番描述，是强调林黛玉在小红说隐私时身处能够听到隐私的位置，而自己刚跑过来什么都没听到的。然而本文认为，这一段的重点不在于说明小红说隐私时两个人的位置，而是在渲染一个姐妹间相互调戏的捉迷藏的气氛，以控制话语权: 薛宝钗提及她在远处看到林黛玉，本想吓唬林黛玉，却被林黛玉发现逃开，并进入了林黛玉捉弄薛宝钗的捉迷藏游戏。正是这样一种姐妹相互调戏甚至斗气的氛围，才让薛宝钗如此气势汹汹地追来并向小红要人，并且引出后面那些听起来带有敌意的话: “一定又是在那山子洞里去。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这一系列鲜活而连续的表演，让小红只能看着薛宝钗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之中，而无法打断薛宝钗。
薛宝钗在做鲜活的表演，也在抓紧时间离开: “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以及“一面说，一面走”，反复体现薛宝钗在鲜活表演的同时，没忘了尽快离开才是目的; 并且离开的过程中，始终控制着话语权。这一点是与薛宝钗及时脱身，处理当下的“祸”一致的。这一点也就解释了为何薛宝钗选择表演追逐和索要林黛玉，而不是告诉小红自己刚刚追蝴蝶过来等，因为这样的表演能够让薛宝钗有足够多的连续的语言和动作，以让自己控制互动直到走远为止。至于为何是林黛玉而不是别人，则可以简单归为之前寻访林黛玉的影响，即心理学上的启动效应或“惯性思维”。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表演的优势仅仅是控制话语权的时间更长久，而完全无所谓其表演或谎言是否更加可信。质言之，本文的观点认为薛宝钗的目的就是及时脱身即可，而完全不需要小红相信其表演的内容。此外，原文中薛宝钗“一面说，一面走”，却在某些影视作品中被展现成站在那里讲故事，然后悠然走开。
上文已经指出，原文的描写含有要在把话讲完之前离开的意思，符合及时脱身的目的。而影视作品的那种处理，则似乎只能被理解成要撒谎欺骗小红。然而希望小红相信谎言这一点，在本文所述的理解中并无必要。
最后一部分，写薛宝钗走远时感到心理好笑，轻松而得意:
一面说，一面走，心里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么样。谁知红玉听见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等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 “了不得了! 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 ”
因为薛宝钗已经在小红发作之前远离了现场，自然“这件事算遮过去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她本身并不知道，似乎也不关心小红和坠儿是否相信她的谎言，事后想怎样行动等等。接着，小红认定林黛玉听到了自己的隐私。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客观上小红认定是林黛玉，并不能推理出薛宝钗的目的就是让小红相信自己的谎言或认定林黛玉在听。有读者指出，“谁知”二字也强调小红相信林黛玉听到，并非薛宝钗的意图，也可备一说。
以上内容阐述了无嫁祸的视角如何完整地解释薛宝钗全部的心理、语言和行为，这使得无嫁祸的视角自身成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下文将进一步地证伪，为什么“嫁祸”不但是没必要的，还是一种有矛盾的或至少更薄弱的解释。

三 对“嫁祸”的证伪
前文提及，无嫁祸的视角认为薛宝钗关心的“祸”只在当下，且她无意令小红相信自己谎言的内容。与之对立，无论薛宝钗是针对性地陷害林黛玉，还是仅仅为自保而嫁祸，任何认为薛宝钗有嫁祸意图的理解，必然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薛宝钗关心事后的某些负面结果，因为当场的“祸”根本不可能转嫁给不在场者。第二，薛宝钗希望小红相信自己的谎言，如此才能达到“嫁祸论”认为的用他人替换自己的目的。
然而，“嫁祸论”的这两点基础，和文本存在潜在的矛盾。上文已经提到，原文表明薛宝钗根本不知道小红究竟是否相信了自己的话，而是她直接认为事情已遮过去，并感到好笑。也就是说，薛宝钗既不能确定小红不怀疑自己，更不能进一步确定小红只怀疑林黛玉，则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不知道是否达成了回避事后风险，或者嫁祸陷害黛玉的目的。在尚未达到目的、甚至还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下，薛宝钗却认为事情已遮过去，且心态十分轻松，这种“判断失误”或“过度自信”不免令人费解。此外，上文提及有读者认为“谁知”二字，体现了薛宝钗也不知小红真的相信谎言。若作者的本意是薛宝钗奸诈地成功欺骗小红，则没必要感叹“谁知”二字。可知，“嫁祸论”的理解会与文本所描述的内容有矛盾，因而受到证伪。
与文本的矛盾是“嫁祸论”最严重的问题，它意味着“嫁祸论”本身无法被接受，即被“证伪”。除此之外，相比于无嫁祸的视角，“嫁祸论”还有一些相对的缺陷。首先，“嫁祸论”需要追加文本之外的内容来解释文本。无嫁祸的视角得以成立，本身就指出了担心事后或嫁祸他人的视角是没有直接证据或不必要的。在此“嫁祸案”中，薛宝钗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已经相当充分。无嫁祸的解释强调，薛宝钗担心的祸是“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和“生事”“没趣”，均为原文所写。而“嫁祸论”所认定的担心事后，或者自保以外再陷害他人，都是文本之外的追加。当然，文本中彻底没有提及的，比如薛宝钗所谓“人急造反狗急跳墙”的具体情境，以及薛宝钗的言语行为的目的，无论从有无嫁祸的视角看都需要进行建构。事实上，无论是心理学理论、文学理论还是作为哲学的证伪主义，都承认读者总是在建构文本。建构不是一种错误，而是理解文本时的必然。但是，在文本提供的内容已经足够能解释问题的情况下，还要再追加额外的内容并以之作为解释问题的主要依据，则明显不当。
再者，如果仔细思考作者对薛宝钗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也会发现“嫁祸论”对文本的解释不够充分或顺畅。原文强调“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在无嫁祸的视角看来，是在前面介绍了“听短儿”的前因之后，说明薛宝钗想解决的“祸”是当下的问题，并继续采取金蝉脱壳的行动解决当下的“祸”。然而，若“嫁祸论”认为薛宝钗的“祸”并不限于当下，那么薛宝钗强调“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似乎多此一举，除非此句被生硬地解释为风波过后的“某一时”又发生“人急造反”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所有证伪或比较，都是基于薛宝钗的直接心理描写展开。然而，有些论者可能会利用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不能被信赖，人们的行为可能受无意识的真实动机所影响。比如，有学者认为，“嫁祸案”的心理描写并未提及薛宝钗对林黛玉有敌意，所以这一情节体现了薛宝钗的无意识的敌意。也可能会有人强调，由于心理防御机制，薛宝钗的意识层面是“金蝉脱壳”，但无意识指导的行动却是“李代桃僵”或“以邻为壑”等。然而，精神分析理论受到的批评之一，就在于它具有“不可证伪性”。简言之，证伪主义要求科学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即一个科学理论必须提出可能被证伪的假设，也就是存在判断该假设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方法。很明显，精神分析所强调的无意识，是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无法观测的，其是否存在或是否起作用，根本无法确定。
回到滴翠亭的争论，这种基于无意识的解读，不是事实上不可能，而是方法论上不可接受: 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确实存在于真实生活之中，我们也可以假设曹雪芹在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情况下，就观察到并描写出无意识的防御机制，这些事实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从方法论的层面考虑，这种不可证伪的视角，会让文本的分析失去依据，使得任何随意的观点都变得“合理”———如果主张薛宝钗对林黛玉有无意识的敌意，那么是否也可以主张林黛玉在对贾宝玉的爱情的影响下，其无意识的动机是对宝二奶奶地位的追求? ———可见，这样的论述并不是为嫁祸的存在辩护，而是让基于文本的分析失去意义，因而在方法论上无法被接受。退一步讲，如果明确的、意识层面的心理描写都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那么推定无意识所依赖的言语、行为或其它间接依据( 如假定薛宝钗和林黛玉是情敌) ，必然更不可靠，或者说很容易对这些依据做其它角度的解读。因此，不可证伪的无意识，即便无法被排除，它与基于心理描写的论证相比，也只能是次优的选择。

四 对其它视角的简要回应
上文的论证强调薛宝钗在主观意图上并不具有嫁祸的动机，特别是当下的“祸”根本不可能殃及不在场者，因而薛宝钗的主观动机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义务或美德。这种基于主观意图的视角，对于分析薛宝钗的品行或人物形象具有更大的意义。然而，论者还可以从伦理学中重视结果而非动机的“效果主义”出发，质疑薛宝钗即便自己不担心事后，她造成林黛玉被小红认定听到隐私的客观结果，是否应该受到批评等。笔者认为，文本中并未写出事后小红有报复或伤害林黛玉的行为，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与之相应，小红也有可能因为私情没有暴露而感激林黛玉或改变林黛玉爱刻薄人的看法。此外，“效果主义”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后果之后可能还有更长期的后果，即我们无法判断此事件对林黛玉的最终影响。可见，从“效果主义”的视角出发，也无法有力论证薛宝钗嫁的是一个“祸”，何况用超出预期的结果来评价人物品行本就值得商榷。
滴翠亭公案的争论点一直在于“嫁祸”。但即便没有主观嫁祸或客观伤害，薛宝钗至少还存在撒谎这一行为，其中还涉及未经允许冒用他人名义的问题。像撒谎这样的问题是否要被批评，究竟有多严重，甚至是否因为“两害取轻”( 即避免了自己和小红双方的没趣) 而可以接受，自然又是见仁见智。此外，心理学家指出美德之间有时会有冲突，比如“善意的谎言”就涉及到诚实和仁爱的冲突。再者，某些情境属于两难困境，即无论哪种选择都会违背某些道德主张。但另一方面，这似乎也意味着总有另一些主张能够支持某种选择。总之，这类问题属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甚至可以脱离滴翠亭公案探讨，因此本文不再过多分析。
五 总结与引申
综合上文的各种讨论，本文的滴翠亭“嫁祸案”的观点可如下总结: 薛宝钗主观上想要回避的“祸”是小红当场的反应，其手段是通过追寻林黛玉的表演控制互动，达到及时脱离现场的目的。特别的，当场的“祸”不可能推给不在场者，且薛宝钗没必要让小红认为自己没听到或用林黛玉替换自己。相反，认为嫁祸存在的视角与薛宝钗在不确定小红想法时得意于事情遮过去等描写矛盾。因而薛宝钗的嫁祸意图在事实上不存在，而不可知的客观后果和嫁祸外的价值争议则需另行讨论。
对“嫁祸”这一情节的分析，本文有两方面新意。第一，本文提出了一套新的嫁祸不存在的解读，并完整地叙述了其对相关文本的解释。尤其是，本文的解读强调“祸”在当下，薛宝钗只需当下脱身，已往默认薛宝钗希望让小红认为自己没听到并无必要。
第二，更重要的是，本文的论述对有嫁祸的理解进行了证伪，这比单纯提供无嫁祸的理解更具说服力。若本文所述内容可以被接受，则薛宝钗在“嫁祸案”中并无需要被批评的道德过失，甚至可以看作机变地消除问题而受到肯定。本文所做的详细而周全的探讨，为进一步从积极的角度分析薛宝钗的德性提供了基础。当然，证伪主义强调理论只是一种假说，一个尚未被拒绝的理论并不代表它是真理或定论。本文对“嫁祸案”所做的分析，其合理性尚需要其他读者的评判。特别是，由于文学描绘的是生活，因而所谓“合理性”的判断根据，本就在于读者的个人经验或读者间的共识。未来的论者可以继续质疑本文的论证而尝试证伪之，或者尝试回应本文对“嫁祸论”的证伪而使其成为合理的解释。此外，滴翠亭事件的文本，薛宝钗的德性还承受了“嫁祸”之外的很多指责，比如听到小红交谈是否属于偷听隐私等，都可以进一步探讨。
在《红楼梦》的文本争议之外，本文在方法论的层面，强调了证伪思想对于文本分析的意义。第一，本文区分了从正面阐释一个理论和从反面证伪对立理论的差别，并强调论者不应停留于某种观点的言之成理，甚至用循环论证的方式把某一套自圆其说的建构当作确凿的“真理”。反之，论者应明确自己的论述是成立某种合理性，还是证明某种必然性，这两者在论证的思路和所下的结论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不应混淆。值得澄清的是，由于文学作品的文本是有限的，同时存在多个相互冲突但各自合理的理解必然非常普遍。又由于文学探讨的是日常生活，其判断标准是读者之间关于“常情”或“常理”的共识，而非科学研究中的明确的统计标准，显然很多时候这种共识未必能在读者间达成。笔者认为，如果读者之间能够对论据的理解和论述的过程达成一致，就可以得到某个结论; 若读者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澄清分歧的所在以及分歧如何导致不同的结论，这就是论述的终点，其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结论。总之，证伪思想的引入提供了清晰的逻辑，能够促进各种议题与争论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推进。
第二，本文强调了“可证伪性”的重要性，指出了无意识、防御机制等不可证伪的解读，虽然在事实上具有合理性，却会在方法论的层面导致严重问题，即它们会导致脱离文本的随意解读。值得强调的是，以无意识、防御机制等理论来解释问题，并非局限于“嫁祸案”，还可见于很多其它文本的分析①。而除了上述精神分析理论，《红楼梦》的文本分析中还存在着其它的“不可证伪”的论证。比如，很多读者或论者相信所谓的“明褒暗贬”或反语、反笔等写法，即认为作者表达的含义和文字的表面含义相反。问题是，文本中并没有特定的标志来确定哪一处是真实表达，哪一处是作者的反笔，也即不存在可证伪性。而读者认定某一处文本是反语、反笔的理由，似乎仅仅是因为此一处描写与读者既有的认识不同。很明显，这样的解读方法同样意味着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解读文本，只需认定自己喜欢的内容为真实表达，以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为反笔即可。如上文所述，建构是必然的，且建构的方式往往不止一种。因而笔者主张，当读者面对与自己理解相悖的文本时，应当反思自己的建构是否有偏差，并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文本; 尽量避免额外地追加无意识、防御机制，或者诉诸反语、反笔等不可证伪的方法，来满足自己原有的理解。总之，不可证伪的论述方式广泛存在于《红楼梦》的文本分析之中，而已往的文本研究并未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重视“可证伪性”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全面总结和深入探讨。
除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合理地分析文本之外，本文所提及的主观建构、证实倾向等现象，实则反映了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文本过程中的客观存在的心理学现象与规律。目前的文学心理学对创作过程的讨论较多，而对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现象探讨相对较少。以《红楼梦》这一受众广泛的小说为载体，探讨读者的心理现象与规律，亦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方向。
（本文发表于《曹雪芹研究》2018 年第 3 期）


